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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瑞典被称为福利国家的橱窗，从建立到完善，其福利制度在不断调整，但又始终保持着

福利制度框架及模式的基本稳定，这是国家发展压力、制度路径依赖、福利政治文化约束以及政党自身

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瑞典带来的重要启示，是福利制度有其制度理性，创建与发展均需遵循其

规律，尊重民意诉求、结合国情文化、广泛达成福利共识是保持福利制度先进性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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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将计划经济时代的 “国家—单

位保障制”全面转化为以多元参与、社会化为基本特

征的 “国家—社会保障制”，与注重制度理性和稳健

发展的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建设相比，是一个仅见的例

外。
［１］
当中国新型社会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后，

在未来同样需要适应时代发展与形势变化的福利制度

调整。因此，了解发达国家福利制度调整的过程及其

牵制因素，有利于增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理性。本

文旨在探析瑞典福利制度的政策调整及影响因素，以

便给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启示。

一、瑞典福利制度的演进

在众多发达国家中，地处北欧并被称为 “福利国

家橱窗”的瑞典以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其福利制度

的建立与发展有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

（一）福利制度的形成过程

早在１９世纪末期，在欧洲一些国家尤其是俾斯
麦掌管的德国的影响下，瑞典就开始探索建立现代社

会保障制度。最早的是 １８９１年出台的 “自愿健康保

险计划”，国家为许多规模很小的自愿性基金组织提

供有限资助。１９０１年引入统一费率的工伤保险；１９１３
年，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制度；１９１４年，由国家资助
的地方性失业津贴和救济工作制度得到推行；１９３１
年实施疾病补贴。这一时期的福利制度在内容上以救

济和失业等对抗贫困的政策为主，方法上以家计调查

为主要手段，经济补助水平十分有限，虽有开拓之

功，却大多只具象征意义。

瑞典福利国家的形成是在 １９３２年社会民主党上
台执政以后。作为左翼政党的代表，社会民主党一上

台执政就启动了新的失业政策和经济政策，扶持全国

工会建立失业基金。１９３７年，通过 《家庭补贴法》，

为子女提供生活费补贴，以提高母亲的地位。１９４４
年更提出 《工人运动战后纲领》，明确将充分就业、

公平分配与提高生活水平、经济更加有效与民主确定

为战后瑞典社会发展的三大目标。期间经过数次党派

间的讨论、较量和妥协，收入调查式和社会保险式的

养老制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全

民性、费率统一的普遍性养老金。虽然当时养老金金

额最多不超过一名普通产业工人工资的 ２０％，但制
度将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对男女一视同仁，待遇水

平已足够保障一般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在左、右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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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共同推进下，瑞典议会还通过了一系列与福利制

度相关的议案。如，１９４６年，新的健康保险法获得
通过，瑞典实现了医疗保险制度从自愿性到强制性、

普遍性的转变，并在健康保险待遇中加入了子女补贴

和家庭主妇补贴，帮助生病的母亲支付幼托费；１９４８
年开始实施普遍性子女补助金；１９５７年，《社会救助
法》获议会通过，取代了 《济贫法》，终结了传统的

济贫制度；１９５８年，补充养老金法案通过；１９６０年，
与收入挂钩的补充养老金制度开始实行，由基本养老

金和补充养老金等制度组成的瑞典养老金制度最终在

７０年代得以完善。在社民党连续执政的 ４０多年间，
瑞典的福利制度在不断扩充与调整中走向成熟、定

型，并突出地体现出了普遍覆盖、全面保障、财政负

责、高税收支撑的特点，一度成为欧洲最先进和最具

平等理念的成功样板，也成为社民党福利社会的厨

窗。正是因为福利制度的成功构建与实施，社民党受

到了瑞典人民的欢迎，长期执政瑞典政坛近７０年。
（二）瑞典福利制度的调整

如果说前一个时期瑞典福利政策的形成主要是扩

充为主，并在自我调整中走向成熟、定型，那么，进

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伴随瑞典出现二战以后的首
次经济负增长及财政收入减少，高居欧洲国家前列的

福利支出使瑞典政府背负日益沉重的经济负担。经济

增长缓慢、竞争力下降和缺乏技术创新等被认为是工

作保护过度、工资僵化、社会保险高昂的福利制度发

展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厉行节俭、减少公

共开支并提高效率，以及调整福利国家方案的呼声也

日益强烈。因此，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后，瑞典的福利
政策进入了调整时期。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瑞典调整对福利政策的主
要措施有：第一，适度缩紧福利支出。政府通过下调

待遇替代率、提高待遇领取资格、增加个人缴费和增

加等候时间等措施，使不断增长的社会支出势头得以

遏制，社会保障水平的增长趋势开始降低，１９８０－
１９９５年，瑞典社会保障的增长幅度为主要西欧国家中
德最 低，仅 从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３５５％ 增 加 到
３５８％。［２］第二，强化地方政府的责任。１９８３年，瑞
典政府颁布保健法，要求各市政府承担规范所有保健

服务的主要责任。此后，瑞典政府取消了社会公共服

务部门的中央集中管理，只负责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

资助，而将资金的具体使用权和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

完全交给了地方政府。例如，１９９０年，政府提出改革
老年和残疾人关怀与服务制度的法案，要求地方政府

承担各种有关老年人和残疾人长期性健康关怀和社会

服务的责任。法案于 １９９２年实施后产生了一定效果。
１９９３年，接受老年病治疗的人数下降 ６０％，与老年病
相关的病床数减少 １３％，地方政府用于老年保健服务
方面的支出减少 ４３５亿瑞典克朗。［３］受到这一效果的
鼓励，瑞典政府又提出对社会救助和社会服务实行综

合性财政资助，资金的使用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实际

情况自行决定。第三，在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

老年服务等领域引入竞争机制。１９９２年老年服务私营
化法令颁布的当年，瑞典增加了 ２７０个私营老年护理
机构，占瑞典当年老年护理机构的三分之一；７１个地
方政府和６个市政府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
利机构签订了协议。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瑞典接受公共性
老年机构帮助的６５岁以上老人占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
从２６％降到 ２０％，居住在 “老人之家”的 ６５岁以上
人数占养老金领取者的比例从 ４１％降到 ２８％。１９８５－
１９９１年，居住在 “老人之家”的人数下降了３０％，长
期居住在 “老人之家”的人数下降了 １３％。［４］竞争机
制的引入和私营化的发展完善了瑞典的福利制度结构，

也提高了制度实施效率。但即使如此，私营化并没有

成为后来瑞典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瑞典对福利政策的调
整主要围绕养老金制度进行。其标志性事件是 １９９８
年８月，瑞典将原来现收现付型的养老金筹资模式调
整为现收现付型与部分积累型相结合的养老金筹资模

式，增加个人账户，并引入名义账户和积累制账户。

改革后，瑞典公共养老金体系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

次是 “保障养老金”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ｄ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Ｐ），为
家计调查型的最低养老金待遇，主要提供给低收入群

体，靠一般税收融资；第二层次是名义账户养老金，

称为 “收入养老金” （ｉｎｃｏｍｅｐｅｎｓｉｏｎ）；第三层次为
实账积累制养老金，称为 “费用养老金” （Ｐｒｅｍｉｕｍ
Ｐｅｎｓｉｏｎ）。名义账户养老金和积累制养老金都为收入
关联的 ＤＣ型计划，建立在个人账户基础之上，雇员
和雇主的合计缴费为工资的 １８５％ ，其中 １６％进入
名义账户，２５％进入积累制账户。名义账户部分的
缴费资金由四个缓冲基金管理，每支基金接收全部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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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四分之一，并承担四分之一的养老金待遇支付。

积累制账户分配的缴费率为 ２５％，这部分缴费资金
由积累制 “养老金管理局”（简称 ＰＰＭ）管理，成员
自己选择投资基金，由 ＰＰＭ转移给市场上竞争的基
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营。新养老金制度推出后，瑞

典政府相继对新制度体系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措

施：２０００年新的缓冲基金法放宽了缓冲基金的投资
范围；２００１年，政府引入财务自动平衡机制，为制度
的财政可持续奠定基础；２００２年运行的收入指数化
政策使年金待遇给付机制更加合理。

进入２１世纪后，受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
瑞典将福利改革的重点集中在降低社会保障费率和继

续推进积极的劳动力政策方面。２００９年１月起，政府
把雇主的社会保障缴费率从 ３２４２％降低 １个百分点
至３１４２％ （当年合计减负 １２０亿瑞典克朗），对自
我雇佣者的缴费率降低 ５个百分点；将 ２６岁以下年
轻人的社会保障费率再降低 ５０％至 １５４９％，以鼓励
企业雇佣年轻人；对一年以上长期失业者和福利企业

的补助则增加一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

减少了失业。２０１０年，联合政府连续执政后，一如
既往地推进积极的劳动力政策，鼓励年轻人尽快结束

学业早日进入劳动力市场，并有意将退休年龄推至

７４岁。这些得力的措施缓解了危机对瑞典的冲击，
稳定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和信心，由此产生的良好经济

表现成为欧洲各国趋之若鹜的榜样。

用 Ｐｉｅｒｓｏｎ的标准来评价百余年来瑞典福利制度
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自上个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的改
革，发展中既有较为激进的体系改革，也有温和的局

部调整。体系改革主要表现在养老金领域：ＤＢ到 ＤＣ
的转变、普遍性要素的减少、个人账户的设立以及私

人养老金因素的引入等。有人认为，如果继续朝这个

方向改革下去，瑞典的福利国家模式实质上则可能会

朝着类似欧陆组合主义模式的方向演变，
［５］
但到目前

为止，瑞典还没有再出现像 １９９８年养老金改革那样
相对激进的福利制度调整。而且，除养老金改革外，

其他领域的改革更多地表现出了局部调整的特点：如

失业救济金方面，政策改革的措施主要包括严格领取

资格、减少待遇支付、增加资格等待期、强制性培

训、鼓励工作福利和积极就业政策支持等；社会救助

方面则扩大了收入调查式的救助，弱化了以前单纯地

基于需求的救助；家庭政策方面增加了鼓励父母积极

工作的要素。相对于养老金改革，以上这些领域的变

化不是根本性的，是可以继续调整也是可逆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历经数次调整和改革，瑞

典福利制度的基本框架与模式特征并没有发生大的改

变：依旧为国民提供 着 “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系

统的生活保障；个人、雇主和政府共同承担福利项目

的融资责任；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部门在管理中

职责分工明确；强大的公共部门在福利服务提供中与

私营机构合作默契，等等。不仅如此，瑞典近 ３０多
年来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尤其是通过创新引领

的开源而非节流的政策，使瑞典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

展状态，高税收和高福利的制度非但未成为累赘，反

而在一定程度上培育了高素质的劳动力和创新氛围。

统计显示，瑞典的公共开支占比已由 １９９４年的
３４４％降到了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７６％；而且失业率维持在
相对较低的水平，从９０年代的历史最高９９％降到了
２０１２年的７９％。［６］在２１世纪初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中，瑞典不但没有因高福利造成主权债务高筑，而且

还因其良好的经济表现而成为欧洲国家引以为傲的模

式和发展方向。在日内瓦 《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全球竞争力指数”排名榜中第２。

二、影响瑞典福利制度调整的因素

前述回顾表明，近数十年间瑞典一方面保持着福

利政策的稳定性，即福利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与制度

模式并未改变，同时亦实现了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

在维持高税收、高福利格局的同时还能经济表现良

好，这是不同政党基于国家发展与民意福利诉求而形

成超越左、右的福利共识促成的结果。因为瑞典政党

政治的传统及其政治文化，决定了包括政党、议会、

政府及社团、公众在内的各种主体均在福利政策中发

挥着不可或缺的强大作用，其福利政策的调整往往会

集中表现在不同政党的福利主张之争上，议会则充当

不同政党福利主张博弈并最终达成妥协或福利共识的

平台，政府只是议会制定的福利政策的执行者，因

此，政党客观上在瑞典福利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中扮演

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瑞典福利
政策调整过程来看，包括社民党在内的左翼政党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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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福利无限扩张，而右翼政党亦不再充当福利国家

的 “破坏者”，都在自己的福利政策主张中注入了理

性。为什么瑞典的政党在福利领域能够超越左、右之

争，实质上还是受到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压力、福利

国家路径依赖的惯性、福利政治文化的约束，以及民

意诉求与政党主张修订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一）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压力构成了福利政策调

整的动力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的石油危机，使瑞典经济发
展速度明显放缓甚至停滞，失业度居高不下，而慷慨

的福利支出却让政府背负上沉重的经济负担。据统

计，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开始，瑞典失业率从 １９９２年
突破５％后一路飙升至 １９９７年的近 １０％，期间降了
又升，２０１３年 ５月的失业率仍达 ８２％。研究表明，
名义上的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与之相关的社会

支出增长相当于 ＧＤＰ的 ０３３％。［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７年，
因青年和长期失业者激增，瑞典社会救助开支由 ６亿
增加到 １２４亿瑞典克朗，接受社会救助的人口百分比
由１９８９年的５９％增加到１９９４年的８１％。同时，人
口因素的变化亦让瑞典提升国家竞争的压力持续上

升。一方面，瑞典６５岁及以上的人口在 １９６０年就已
达到１１８％，２０１２年底时已达 １９１％，其中 ８０岁以
上老人占比达到 ５２％，是全球首个高龄老人超过人
口总数５％的国家；另一方面，自１９７０年以来，瑞典
的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 ２以下 （１９９０年除外，为
２１４），家庭平均人口亦从１９６０年的近３人减少到 ２１
世纪初的２人，造成国民对国家提供的经济与服务帮
助依赖性更大。据 ＯＥＣＤ统计，从 １９８２年到 １９９４
年，瑞典社会支出 （公共）占 ＧＤＰ的比例由 ２７９％
迅速攀升至３４４％。［８］面对变化中的现实条件，无论
社民党还是保守党，调整福利政策并以此来增强国家

竞争力都势在必行。

（二）福利制度的路径依赖直接影响着福利政策

的调整

一方面，倾向于特定群体的福利体制一旦建立，

便会产生一种为了继续维持既得利益而由内部自动产

生的压力，以其存在的先在优势抑制其他因素发挥影

响，从而阻碍变革，这便是人们经常所说的路径依

赖。
［９］
就瑞典而言，要改变现有的 “福利国家”模式，

就要打破现有的制度结构，这将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

题，并可能导致社会制度的功能失调和社会冲突。因

为瑞典已形成了一个以公共部门为主导的福利供给体

系，并拥有坚固的合法性基础，要改变这一格局，就

要重新定位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三者间的制度关

系，并建立起新的规范体系，
［１０］
这必然会引发价值冲

突。同时，福利机制各部门之间的制度性联系，尤其

是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之间紧密协作的关系，也制

约了保守党主张的福利制度的实现。瑞典居民工资收

入的约４０％用于缴税，国家因此承担了向其公民提
供福利的责任，瑞典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也能基

本满足人们的福利服务需要，从而一直未能营造出一

个与市场和国家相平行的强大的 “第三域”，进而使

得瑞典政府很难减轻在福利服务提供方面的责任，也

很难大范围引入竞争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保守党在执

政时期曾大力推进私有化改革但最终收效甚微的原因。

（三）独特的福利文化对福利政策调整具有明显

的约束力

福利制度受到的支持，取决于在战略上自利的、

有道德心的公民的 “偶然性认同”，这种认同依赖于

公民对与福利制度实质上的、程序上的和分配公平性

的评价。
［１１］
瑞典是一个强调公民权利、社会平等和社

会团结的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便是由国家提供较为优

渥的普遍性服务或给付来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

事实上，福利国家制度也有效地减少了贫困率、促进

了社会融合、降低了社会排斥度，同时也保持了一定

的个人自由度，这正是瑞典人民想要的制度安排。长

期以来，瑞典人民已然习惯了社会民主主义制度下高

税收与高福利、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融为一

体的福利状态和生活状态，对福利国家体制产生了功

能性需求。有研究表明，在普遍性福利制度和自由主

义福利制度之间，福利制度改革的幅度和速度存在明

显的差异，民众对大多数福利制度的支持度一如既往

的高，但对类似于家计调查式的计划的支持率则明显

下降。
［１２］
正是这种福利文化，给包括保守党在内的任

何执政党都施加了压力，因为一个几乎所有专家都认

为需要改革的福利体系，却是大受民众欢迎的。

（四）民意诉求与政党自身变化会增强福利政策

调整的理性

从一般意义上讲，政府采取福利削减措施的可能

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从竞选的视角对将要采取

·９０１·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６

比较与借鉴



削减措施的判断能力，因为选民会通过选举投票惩罚

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民意诉求便成为影响执政党

施政的重大因素，政府要削减福利，必须先取信于选

民，即必须让选民相信，削减福利是为了改善政府的

财政持续能力，或是为了修补之前某些失败政策带来

的损失，或是为了提高某项福利的效率。

面对新环境产生许多危机与困惑，政党自身亦会

因时代改革、环境改变而发生一些变化。例如，如果

因为不受选民欢迎的福利制度改革主张而遭遇选举失

败，党派内部便会 “自我反省”查找原因，总结经

验教训，接下来的内部权利斗争便会修正之前的倾

向，此种修正产生的变化从理论上来说是内生性的。

而代际变迁则可以对党派的主张带来自然性的改变，

如瑞典保守党在上世纪 ６０年代曾反对为儿童提供公
共照料政策，现在却发生了变化，家庭政策议题已逐

渐淡出保守党的讨论范围。实践证明，以保守党为首

的瑞典中右翼联盟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尤其是近年来

保守党领袖赖因费尔特全力推动的 “新温和”政策，

机巧地化解了抑制福利成本和紧缩福利开支的难题并

赢得选民支持，为其连续执政赢得了认同，即使这些

政策被定义为党派的短期策略，但至少在当期，这种

政策改变是一种较为成功的避免受责备的策略。

三、结语

综上所述，福利制度的发展依赖于主权国家所处

的大环境，也取决于参与制度决策和实施的各种主

体、各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瑞典福利国家制度

的调整与改革受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压力、福利国家路

径依赖的惯性、福利政治文化的约束，以及民意诉求

与政党主张修正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瑞典的各

政党也在这百余年的福利国家制度建立与发展的磨练

中开始超越左右并更具理性：社会民主党在保持自己

身份特征的同时实践着向右的 “转型”，而右翼政党

则做出 “无奈的明智之举”，不断调整政党发展策略

和福利主张，从最初对福利制度的排斥到后来积极参

与福利国家建设，从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到奉行实用主

义，从 “排除异己”到 “和平共处”，成功实现了在

主政坛边缘游弋到连续执掌政权的转身。

瑞典的福利政策调整实践，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说

明了福利制度发展中的以下规律：第一，为了在越来

越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现行福利制度的先进性和可持续

性，一定程度上的改革是必要的，并且改革不会终止，

因为改革是稳定经济和保存福利制度总体特质的必要

措施。但改革必须遵循福利制度发展的制度理性，只有

尊重民意诉求、结合国情文化、广泛达成福利共识才能

保持其福利制度的先进性。第二，福利制度建设离不开

主权国家所处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更离不开

民意的向背，只有顺应大环境的趋势、顺应民心所向才

能长久持续。而不同政党或利益群体直面现实，增进福

利共识进而合作发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条件。

瑞典福利政策调整带来的启示，是福利政策的调

整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规律决定了在福利制

度确立的初期便宜注入理性，而在调整福利政策时则

需要超越左右、反对极端。这一点非常值得我国建立

健全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１］郑功成 中国社会保障 ３０年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丁建定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Ｊ］，国际

论坛，２００３，（９）

［３］ ［４］栗芳，魏陆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 ［Ｍ］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５］ＰｅｔｅｒＴａｙｌｏｒ－Ｇｏｏｂｙ等著 刘育廷等 （译）压力下的福利国家：

变革与展望 ［Ｍ］台北：松慧有限公司，２００６

［６］欧盟统计网站 ｈｔｔｐ：／／ｅｐｐｅｕ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丁纯，陈

飞．主权债务危机中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成因与改革—聚焦莱

茵、盎格鲁 －撒克逊和地中海模式 ［Ｊ］欧洲研究，２０１２，（６）

［７］ＰａｕｌＰｉｅｒｓｏｎ，ｅｄ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８］ＯＥＣＤ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

［９］Ｇｏｓｔａ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ｅｎ（ｅ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１９９６

［１０］林卡 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的制约

［Ｊ］欧洲研究，２００８，（３）

［１１］Ｂｏ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Ｊｕ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１２］ＰａｕｌＰｉｅｒｓｏｎＤｉｓｍａｎｔ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责任编辑　葛　卫

·０１１·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４６

比较与借鉴


